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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情境与文献形态:“政和存留公据碑”初探∗

李 寒 箫

　 　 内容摘要:《三省同奉圣旨存留宝塔院记》《三省存留黄柏泉院额碑》
《灵芝寺敕旨碑》《存留大悲之院碑》与《白佛寺帖文》五通碑刻的主体内

容实为北宋政府在政和年间颁发给寺院的合法性证明文书,可称作“政
和存留公据碑”。 碑刻内容清晰地呈现了北宋政和年间寺院获得存留资

格的完整行政流程,更揭示出宋徽宗朝佛寺存留政策所发生的诸般变化,
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金朝入主中原后,僧俗信众将前朝颁发的存

留公据刻作石碑,体现了百姓在剧烈变动的时代中谋求寺院存续、保障自

身利益的努力。 随着“政和存留公据碑”不再具有政治意义与法律效力,
它在刻本之外演化出了拓本、辑本等新的文献物质形态,满足了不同人群

利用碑刻的需求,也使得“政和存留公据碑”的生命得以延续至今。
关键词:政和存留公据　 公文碑刻　 时空情境　 文献形态

作为一种信息传播介质,碑刻所承载的信息涵括了多个维度。 传统金

石学聚焦于石碑上所刻录的文字,格外重视碑刻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而近年来许多学者则将目光投向了碑刻的“周边”。 所谓“周边”,不仅指碑

石所处的时空情境、不同人群围绕碑刻开展的各种活动(如刻碑、立碑、访
碑、拓碑等),还包含了碑刻的物质文化内涵,碑刻传统与政治、社会、文化

环境的互动,石刻文献的流传与接受之类略带“形而上”色彩的要素①。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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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13 世纪政治与社会再探

研”(22JJD770005)阶段性成果。
详参仇鹿鸣:《未完成的转型:从金石学到石刻研究刍议》,《读闲书》,浙江大学出

版社,2018 年,第 56—63 页;程章灿:《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南京大学出版

社,2023 年。



对于性质、种类各异的碑刻而言,其“周边”情况往往并不一致,这要求研

究者在关照石刻文献共性问题的同时,还要能够揭示个案的特殊性、剖析

其渊源。 本文选取“政和存留公据碑”作为研究对象,既试图以此为切口

观察公文碑刻作为文献的生命历程,同时也希望揭示这批碑刻鲜为人知

的历史价值。

一、“政和存留公据碑”的再发现

中国古代王朝如何管理宗教寺院一直是备受历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

题,而碑刻材料在相关研究中常常发挥着关键作用。 举例言之,在宋朝政

府用以控制全国寺院数量的“敕额”与“存留”两大手段之中①,关于敕额

政策的研究相对深入②,这与存世宋代赐额敕牒碑的数量较为丰富有很

大关系。 相对而言,宋代的存留政策因缺乏记载而长期罕有研究者问

津③,而笔者近来发现,一些碑刻材料中还保存着完整的宋代佛寺存留

公据。
黄敏枝最早注意到《滕县金石志》中著录了一份名为《宋三省同奉圣

旨存留宝塔院记》④(以下简称“《宝塔院碑》”)的宋代碑刻,并指出该碑

记载了从治平四年(1067)到崇宁二年(1103)之间滕县(今山东滕州)寺

院数量的变化,认为是碑说明“宋代对私创佛寺或无敕额佛寺虽屡有严

641

①

②

③

④

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巴蜀书社,2005 年,第 131—132 页。
代表性研究有[日]小林隆道:《宋代中国の統治と文書》 第五章,汲古書院,2014
年;中译本见《宋代的赐额敕牒与刻石》,郑振满主编:《碑铭研究》第二辑,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下文引用如无特别注明,皆使用中译本);安洋:《宋代敕牒

碑的整理与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李雪梅指导),2016 年。

  

文献材料少有记载的原因应与“存留” 自身的特点和地位有关。 与“敕额” 相比,
“存留”的级别和效力均更低,仅能赋予寺院临时性的合法地位,如宋代政府在沙汰

寺院时便只会考虑有无名额(敕额),所以“存留”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也远逊于“敕

额”,百姓缺乏足够动力将这类文书刻为石碑。 关于宋金时期存留、赐额对于寺院

的意义,可参看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第 147—163 页。

 

崔公甫修,生克昭续修:《〔民国〕续滕县志》卷五,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三十三年刻本

(索书号:地 140. 49 / 42),叶五十九至六十一。 方志中收录了《宝塔院碑》的录文及

拓片缩微图像。 今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45 册(北京图书馆

金石组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75 页)、“史语所数位典藏资料库整合系

统”之“辽金元拓片”子库(编号 02521)收录了《宝塔院碑》拓片。



禁,而私创者仍盛行”①。 刘长东、王仲尧则利用此碑论述宋代徐州寺院

系帐的比例②。 汪圣铎质疑黄敏枝误读史料,提出《宝塔院碑》中所记载

的寺院数额是“全宋统计数”而非滕州之数③。 但细绎《宝塔院碑》的内

容即可发现以上诸家所言均不确,碑中所记寺院数实为崇宁二年福建路

清点辖境内寺院所获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学者都未能揭示此碑

的性质:《宝塔院碑》的主体内容实为一份政和六年(1116)七月颁发给佛

教寺院的存留公据。
笔者搜检相关材料后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三省存留黄柏泉院

额碑》(典藏号:A26164,以下简称“《黄柏泉院碑》”)、《灵芝寺敕旨碑》
(典藏号:A2665)及《三晋石刻大全》所收《存留大悲之院碑》三份拓片④

的内容、性质与《宝塔院碑》高度近似,均刻录了北宋政和年间发出的佛

寺存留公据;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白佛寺帖文》⑤(典藏号:A26130)
也是政和年间颁给寺院的存留凭证,且其与上述四份碑刻均引述了同一

份敕旨。 由是,我们不妨将它们统称作“政和存留公据碑”。 以上五份碑

刻作为世所罕见的宋代存留公据碑⑥,其文献价值亟待深入挖掘。
前述碑刻之中,《存留大悲之院碑》 原石尚存但下部残断且文字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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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学生书局,1989 年,第 304 页。
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第 151—152 页。 王仲尧:《南宋佛教制度文化研

究》,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140—141 页。
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505 页。

 

《三省存留黄柏泉院额碑》拓片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目前未见录文及研究。 《灵

芝寺敕旨碑》拓片见于“中华古籍资源库” 之“碑帖菁华” 子库(题作“灵芝山寺

牒”,编号:各地 813 各地 4844)及“史语所数位典藏资料库整合系统”之“辽金元拓

片”子库(编号:02439-1、02439-2、02439-3),目前尚无录文及研究。 《存留大悲之

院碑》拓片及录文见雷涛、孙永和主编:《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曲沃县卷》,三晋

出版社,2011 年,第 13—14 页,其录文错谬甚夥,难以信从。 有研究者虽已注意到

该碑反映了佛寺存留的情况(王洋:《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以碑刻史

料为中心〔1127—1368〕》,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张俊峰指导〕,2020 年,第 26
页),但未能进一步揭示其内容性质和所处的历史情境。
《白佛寺帖文》拓片目前亦未见录文及研究。
除笔者举出的五份碑刻之外,仅见一方北宋中期颁发、金海陵王时期刻立的存留公

据碑存世(鲁志伟:《河北曲阳八会寺〈静岩之院碑〉考释》,《收藏与投资》 2023 年

第 7 期,第 94—98 页)。



漶,《黄柏泉院碑》《灵芝寺敕旨碑》 《宝塔院碑》 《白佛寺帖文》均以拓本

存世,其中《黄柏泉院碑》的拓本最为清晰完整。 《黄柏泉院碑》拓片出自

张之洞之子张仁蠡柳风堂旧藏,原拓宽 75cm、高 156. 5cm。 据拓片可知,
此碑碑首有“省存 / 黄柏 / 泉院 / 额碑”四行八字篆额,石碑上半段刻录了

一份北宋政和八年(1118)颁发的公文,共计 36 行,满行 34 字;下半段则

刊有一篇记叙该寺自唐至金发展历程的文字,共 36 行,满行 27 字。 本文

选择《黄柏泉院碑》作为代表,尝试从碑刻的文本、物质两重属性入手,以
碑石产生与演化的视角解析“政和存留公据碑”的意义与价值。

二、“政和存留公据”的文本结构与文书形态

“政和存留公据碑”的核心特征在于承载了“政和存留公据”,前者借

助石材较易保存的物理特性而遗留至今,并最终成为我们接触后者的唯

一渠道。 从文献学的视角看,纸本文书约可视作公文碑刻的“底本” (即

程章灿所谓“写本”①),因此我们可以尝试通过《黄柏泉院碑》来还原碑

石所刻文书的原始形态。 不过,《黄柏泉院碑》刻录的公据中实包含了多

种类型的公文,这些公文在行政流转的过程中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复杂结

构,给研究者的利用造成了障碍,有必要加以辨析。 此处先遵照原碑行款

引录碑文于下,以便阅读和理解②。 碑文上半部分所刻公据内涉及文书

内容和行政环节的关键异文,将参照《灵芝寺敕旨碑》 《宝塔院碑》 《存留

大悲之院碑》《白佛寺帖文》等相关碑刻予以标注。
上半部分:
1. 沂州

2. 承③尚书省札子:“沂州沂水县礼义乡崛埠保合口村黄柏泉院管

勾僧忠晏状:‘伏为本

3. 院 存 留 相传,见有佛殿等屋,内有诸般功德佛像,不少开讲

祝延。

4. 伏 睹 崇宁二年八月八日朝旨,无额寺院各合特许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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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程章灿:《石刻文献之“四本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第 46 页。
原碑中之异体字一律改作正体,漫漶难识之字用“□”表示,个别字形残缺、但可据

上下文或相关碑刻补全之字,用外框线予以提示。
“承”,《宝塔院记》作“准”。



伏乞检会已降指

5. 挥,备坐行下本州,许令存留。 仍乞出给公据,付本院收执,永远

照会。 伏候指挥。’①检会崇

6. 宁二年八月八日敕:‘中书省、尚书省送到礼部状:提点福建路刑

狱公事周谊奏:体访

7. 得福建路多私造佛寺,计构官司收入帐籍,皆是试经不中或曾犯

刑责童行及乡村

8. 偷堕之人缘化创置,男女杂居,无所不至,非特伤败风教,凶年饥

岁,皆盗贼渊薮。 伏望

9. 特赐指挥,应不系敕额寺院并不许存留,仍下有司,严立条制,伏
候敕旨。 黄贴子称:治

10. 平四年正月内无额寺院已准朝廷取会,屋及三十间已上者并赐

敕额,以寿圣为名,
11. 其余皆不许存留。 伏望与免根治,止从改正。 本部寻符福建转

运司相度。 今据本司状:
12. 管下寺院即无曾犯刑责童行等,及据逐州军具到寺舍,计三千四

百六十二所并不

13. 经赐敕额,内②三千三百五十所系治平四年正月一日已前建造,
已入省帐拘管,外有③

14. 一 百一十 二 所在治平四年正月后来,系乡民自己修盖,看经修

行,各成安居。 若一旦

15. 尽行毁坼,不独徒众 遽 无所归,虑④恐因此惊扰,别致生事。 今

相度,欲且据数存留,令逐

16. 州 县 分明置籍拘管,今后更不得辄有添造。 如向去或敢停藏盗

贼、男女杂处,诸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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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灵芝寺敕旨碑》于此句后别有“取到礼部状”五字。
“内”,《宝塔院碑》作“数内”。
该行碑文,《灵芝寺敕旨碑》脱去“三百五十所……已入省帐拘管外有” 共 26 字,
《白佛寺帖文》脱去“内三千三百五十所”8 字。
“虑”,《宝塔院碑》《灵芝寺敕旨碑》《白佛寺帖文》作“兼”。



17. 过 ,
 

并 委 所属州县①根治,依法施行,仍随事立便毁坼。 及契

勘诸州军管下不系敕额寺

18. 院 , 皆 治平四年正月以前建造,当时为僧徒失行,经官陈理,乞

赐敕额,以此只系省帐

19. 拘 管 。 除及三十间已上外,有一千一所虽不及三十间,缘各有

功德佛像,今来各合存

20. 留 ,并令②州县分明置籍拘管,不得辄有添造。 本部看详,欲依

福建转运司相度到事 理

21. 施行, 伏 候指挥。 仍连元状。 八月七日三省同奉

22. 圣 旨 : 特 许 存留。 如诸路更有似此去处,依此。 今后辄置寺

院者,仰所属常切觉察,依条

23. 施行。’ 右 札 付沂州勘会。 本院如系崇宁二年八月八日许存留

指挥已前盖到,及未曾

24. 承受 札 下指挥,即仰本州出给公据付本院,照会施行者。”使司

寻行下沂水县勘会,是

25. 与 不 是
 

③, 诣 实去后,回据。 本县状:“保明上件黄柏泉院于

绍圣四年十月内盖到,本院系

26. 崇 宁 二 年 八月八日 许 存留指挥以前盖到,及已前不曾承受

札下指挥,保明是实。”文

27. 状 系 案 □ 行 遣 ④仪案典书张、权书吏、 权 判 典史庞、权典

史薄,案吏束

28. 使司除已行下沂 水 县,仰分明置籍拘管上项存留黄柏泉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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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州县”,《灵芝寺敕旨碑》作“官司”。
“令”下,《宝塔院碑》 《灵芝寺敕旨碑》 《白佛寺帖文》皆多“逐”字,本碑第 15—16
行亦作“逐州县”,此处盖有脱漏。
“勘会是与不是”,《宝塔院碑》作“勘会本院于甚年月日建置屋宇间架”。
“文状系案□行遣”,《宝塔院碑》作“文状系案呈奉,判依右出给公据”,《灵芝寺敕

旨碑》作“文状系案,须至指挥”。



今出给公据付僧忠

29. 晏 , 仰 准 此收 执 ,□□ 前 项 存留合口村黄柏泉院施行,不

得慢 易 。

30. 政和八年四月十八日 给

31. 付 僧 忠晏

32. 从事郎添差司仪曹事赵

33. 承 直 郎 司 仪 曹 事 赵

34. 宣教郎权通判军州管勾学事聂

35. 皇 叔 防 御 使 开 国 公

36. 中 奉 大 夫 知 军 州 管 勾 学 事 刘

下半部分:

1. 三省存留黄柏泉院 额 记

2. 妙教圆通,应时而接 乎 物 ,真 空 湛寂,洪道 则 资于人。 昔给

孤布金而

3. 祇陀施园,贺生舍地而普光与寺,故知佛祖示现无方,招提建

立有

4. 由矣。 望仙之境有山曰五峰,中有梵宇,见诸图籍,胜概之称最

者也。

5. 询厥耆艾,云肇始之迹,唐有异僧,振锡西来,白马负经,典道 场

于兹,
6. 年祀、宗氏则未详闻,学徒云集,缁白敬礼,遐迩向风而归。 相去

数里,
7. 合口聚落,富林泉之美,饭僧供爨,樵采汲引者日往焉,兴迂远

疲劳

8. 之叹。 讲室之隅,有古柏树,其色苍黄。 天大雷电,以风拔树,而
灵泉汪

9. 洋,愈汲愈新,酌焉不竭,旱干水溢,不增不减,触之辄涸,祷而复

盈,愆
10. 阳伏阴,雨晹应祈。 唐贤谓“山不在高,有仙即名,水不在深,有

龙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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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诚哉是言也。 一日师策马于前山之巅,裂石之声骇于一方,往
视如

12. 故,求师而不复见焉。 山有响石、白马之名者是也。 祖席流芳,
而大德

13. 世不乏人。 尔后饥馑荐臻,寇盗蜂起,佛宫僧舍,悉灰烬耳。 逮

绍圣末

14. 岁,有释忠晏卜为蛰窟,契乡民张奇,年高德邵,以诚待物,买田

构庐,
15. 而为给施,因得其地,欲增广之。 继有葛攒者,豪杰风义,冠于当

时,语
16. 家人曰:“五峰植福之地,我将于彼福田种诸善根。”小大欣然。

首捐己

17. 赀,率善知识建塑佛像殿堂,经营缔构,不逾岁而告成。 政和二

祀,以
18. 名闻有司,拘籍给据,降“三省存留黄柏泉院”为额。 忠晏年逾纵

心 , 门

19. 僧惠京既备洒扫,主宰有方,受业于门者六人。 内乡僧德初,俗
姓周

20. 氏,毁龀从师,性质淳古,戒行孤高,出类拔萃,洎乎剃度,禅律兼

通。 忠

21. 晏、惠京,同时归寂,初宰是院,宽而容众,不减祖风。 　 大定二

年春

22. 温诏叮咛,革寺院无名之弊,执据 检 籍,郡邑保申,准前弗易。

葛 攒 之

23. 贤嗣葛敏,性怀义烈,有成人之德,又得比近李琮者,出赘张奇

之门

24. 久矣,敏、琮相与为莫逆之交,聚首议曰:
25. “今国家厖恩厚泽,崇尚教风,幸院额存留仍旧,大众得以宁处,为
26. 国焚修,为民兴福,吾乡我里,不其伟欤?”拟发扬厥事,传之永

久,乃率

27. 众力,募工勒石,嘱仆为文。 愧非润石之才,不足以彰好事之万

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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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识其岁月云。 大定乙酉岁嘉平月哉生魄①,平阳杜鹏举记。
29. 　 　 侯成、侯聚刊

30. 　 　 徒弟僧　 　 □真

31. 　 　 监院僧　 　 □□
32. 　 　 住持僧　 　 德初

33. 　 　 副维首李　 　 琮

34. 　 　 都维首葛　 　 敏

35. 　 　 儒林郎主簿兼县尉武骑尉赐绯鱼袋孙　 　 　 　 智

36. 　 　 宣武将军行城阳军沂水县令骑都尉广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

户不术鲁
 

□
《黄柏泉院碑》上半部分所刻北宋公文的核心内容是赋予黄柏泉院

存留资格。 据录文第 24 行“即仰本州出给公据付本院”及第 28 行“今出

给公据”可知,这份公文的性质是“公据”。 另从第 1 行“沂州”及第 32—
36 行“司仪曹事”“通判军州” “知军州”等结衔可以看出,这份公据的发

出单位为沂州(今山东临沂)。 为求直观,将公据所涉文书行政往还流程

绘制为图 1②。

图 1　 《黄柏泉院碑》所涉文书行政流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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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大定乙酉岁嘉平月哉生魄”,即大定五年(1165)十二月十六日。
图中虚线表示暂无法与某种具体文书形态相对应的具体行政步骤。



碑文第 2 行“沂州沂水县”至第 5 行“伏候指挥”是黄柏泉院管勾僧

(当即“住持管勾院僧”之省称)忠晏递上的一封申状[图 1-(1)]。 忠晏

在申状中介绍了黄柏泉院的性质(即并非“新创”)、房屋、佛像等基本情

况,并请求朝廷依据“崇宁二年八月八日朝旨”给予黄柏泉院系帐存留的

合法地位。 从“伏乞检会已降指挥,备坐行下本州”一句判断,这份申状

最终是想要上呈至尚书省而非州县,具体的上达过程应当经过了县、州等

中间环节,只是在文书形成之时被略去了。
第 5—23 行是尚书省“检会朝旨”的过程[图 1-(2)],其中第 6—23

行即是对崇宁二年八月八日朝旨(在公文中又被称为“崇宁二年八月八

日敕”“崇宁二年八月八日许存留指挥”,为行文便利,下文统一称作“崇

宁二年敕”)的全文引述。 这一环节正对应了忠晏申状中“检会已降指

挥,备坐行下本州”的请求,其目的在于核验黄柏泉院的要求是否符合崇

宁二年敕中的规定,并将原始可靠的行政命令(此处为“朝旨 / 敕”)抄录

于后并发付州级政府(即“备坐”)作为裁断的依据。 前人未曾说明“备

坐”一词的内涵为何,这里需要稍作解释。 李全德曾辨析宋代公文书中

“备申”的涵义,指出“备”即“原文照录”,“申”则表示其应用于申状这类

上行文书之中①。 检视宋、金两代文献中的“备坐”语例可知,该词多与指

挥、札子、敕节文等公文体式连用,一般表述为“备坐(某文书)”。 如《续

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熙宁二年(1069)二月司农寺言”条小注称诸州

“编录册”内载有“刑部帖备坐四年二月十一日中书札子”②,即是刑部下

发给各州的帖文中引录了中书省札子③。 又如《长编》卷五〇三所载元符

元年(1098)贬斥汪衍、余爽之诏中提到“仍备坐本人所上书行出”,原因

在于二人曾“上书诋讪先朝(神宗)”④,朝廷希望以此向天下宣示其罪

证、以儆效尤。 不过,“备坐”绝不意味着一字不落地抄取相关文书,元祐

七年(1092)扬州知州苏轼曾上奏称“臣寻已备坐《元祐编敕》,晓示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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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全德:《宋代文书行政中的“备申”》,《唐宋历史评论》第七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20 年,第 159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第 5336 页。
这份刑部帖文共引述了四份中书省札子,李焘将其进行拆分后编入《长编》,详参胡

斌:《制度史视野下的北宋诸州编录条贯:以〈长编〉所引诸州“编录条贯册”为例》,
《史林》2023 年第 2 期,第 99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 11982 页。



更不得以随船为名违条勒住岸点检去讫”,但从后文来看,苏轼只是将

《元祐编敕》中的“不得勒令住岸点检”一条抄出宣示官吏①。 由此可见,
“备坐”一词常用于下行文书当中,意为详备引述有关文书(包括诏敕、律
令、奏议等),目的是为行政命令提供切实依据。

有必要指出的是,碑文中所录的崇宁二年敕其实也展现了一次完整

的中央决策流程。 这份圣旨的缘起是福建提点刑狱公事周谊在崇宁元年

(1102)三月以前②上呈的一封奏状及贴黄[图 1-A],对应了碑文的第 6
行“体访”至第 11 行“止从改正”。 其内容主要是请求朝廷按照治平四年

(1067)正月颁布的标准③,重新清点并统一管理福建路地区的大量无名

额寺院。 据第 11 行“本部寻符福建转运司相度”可知,礼部收到周谊奏

状后即用“符”发出命令,要求福建转运司调查本路的具体情况并针对周

谊的请求给出初步处理意见(即“相度”) [图 1-B]。 福建转运司收到礼

部符、依命核查完毕后,便向礼部提交申状作为答复,即第 12 行起首至第

20 行“不得辄有添造”一段文字。 这份申状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首
先是汇报福建路清查出的无额、未系帐寺院数目④,其次是福建转运司经

过分析后给出的处理意见。 这些意见具体包括:存留辖区内屋舍规模超

过三十间或不满三十间但有功德佛像的无敕额寺院,禁止民间新建寺院,
日后随时拆毁有藏匿盗贼、男女杂处等违碍行径的寺院[图 1-C]。 第 20
行“本部看详”至第 21 行“仍连元状”反映了礼部覆核福建转运司申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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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五“元祐七年秋七月(是月)”条,第 11328—11329
页。 按,标点有调整。

 

史料记载,周谊任福建提刑的时间为建中靖国元年(1001)二月二十三日至崇宁元

年三月(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二五,《宋元方志丛刊》第八册影印明崇祯

刊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8002 页)。
据载:“(治平四年) 正月辛亥,诏民间先私造寺、观及三十间者,悉存之,赐名寿

圣。”(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七,中华书局,2013 年,第 246
页)从《黄柏泉院碑》引述的内容来看,周谊主要是想借用“三十间”这一规模限制。

 

黄敏枝、王仲尧在解读《宝塔院碑》时均将这组数字视作滕州的寺院数,汪圣铎则认

为该数据“超过(引者注:《苏魏公文集》所记的)福州寺院数一倍”,因此“很可能都

是当时全宋统计数”,三位学者显然都没有注意到碑文中所包含的明确地域信息,
故所论均不确。 通过离析公据结构可知,福建路在治平四年以前获准存留但无敕

额的佛寺有 3350 所,其中的 1001 所规模不足三十间,而在治平四年至崇宁二年期

间福建路又新修造了 112 所寺院。



后,将周谊奏状、福建转运司申状和覆核意见缀连为一封文书并上呈中书

省、尚书省的流程[图 1-D],礼部所上的这封新申状包括第 6 行“中书

省、尚书省送到礼部状”至第 21 行“仍连元状”的所有内容。 三省于御前

进呈后取得圣旨,并依据其要求制作敕文[图 1-E]。 碑文第 22—23 行引

述了这条圣旨,其内容是批准福建路存留境内未系帐寺院的请求,且要求

其他各路日后遇到类似情况时须比照此案例做出处理。
尚书省在档案中检出上述崇宁二年敕之后便抄录圣旨原文,用“省

札”将其发付沂州,意在要求沂州按照朝旨规定进行审核[图 1-(3)],碑
文第 23—24 行即反映了这一步骤。 尚书省要求核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寺

院创建时间是否在崇宁二年八月八日降敕以前、寺院是否曾接受准许存

留的命令两项,可见其的确是依照崇宁二年敕的规定展开工作。 碑文第

24 行载“使司寻行下沂水县”,所谓“使司”应即沂州使院①。
《黄柏泉院碑》第 24—26 行记录了沂水县核实寺院情况的程序。 沂

州收到尚书省札,即命令黄柏泉院所在的沂水县派人前往查验[图 1 -
(4)],沂水县核查后认为黄柏泉院所述情况属实,遂出具“保明”上呈沂

州[图 1-(6)]。 所谓“保明”是指官司或个人对信息进行核验后予以担

保的一种行政程序,且往往成为事后追责的依据②,具有明确权责关系的

作用。 由第 26—27 行的“文状系案”及其后的吏员署名可知,沂水县的

保明状呈交至州后由沂州仪案③留存保管。 此处特别提到“文状系案”,
既表明保明状传递未出现差错,更是在强调这份保明状构成了沂州准许

黄柏泉院存留的决策依据。
碑文第 28—36 行记录了沂州收到保明状后开展的两项工作。 首先,

须敦促沂水县遵照崇宁二年敕的要求将黄柏泉院编入籍帐之中(即“行

下沂水县,仰分明置籍拘管”);其次,要开具一份证明(即“公据”)交由

黄柏泉院住持保管,以备日后查验[图 1-(7)]。 公据末尾署有沂州仪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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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宋代的使院,详参苗书梅:《宋代的“使院”、“州院”试析》,《宋代文化研究》第

十七辑,2009 年,第 173 页。 宋代各等第的州均设使院,只是“其防御、团练等州使

院衙职,悉约节镇而差减焉” (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4265 页)。
详参吴淑敏:《论宋代行政事务中的“保明”》,《传统文化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90 页。

  

仪案系徽宗崇宁四年命州县“仿尚书省六部”设置的下属机构,详参张晨光:《论宋

徽宗曹掾官改革》,《文史》2020 年第 1 辑,第 165 页。



负责人、沂州长贰及宗室防御使的结衔①,可知负责制作公据的是沂州之

仪曹。 碑文第 30 行交代了公据制作完毕的时间为政和八年四月十八日。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将《黄柏泉院碑》所反映的行政运作流程划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黄柏泉院提出存留申请,该举动引发了后续一系

列行政程序。 第二阶段是黄柏泉院的要求上达朝廷后,由尚书省检核

相关规定,并给出黄柏泉院一案的处理意见。 第三阶段为州县调查黄柏

泉院的实际情况后制作、给付公据。 尚书省在这一过程中拥有宏观上的

决策权,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所做的工作主要在于确保此事有法可依;
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执行权———包括审核、签发两项程序———掌握在

州府手中,而负责具体执行审查工作的县级政府则是事后追责的直接对

象。 这一运作体制处处体现出北宋政府对寺院存留资格控制的严密

程度。
尽管“公据碑”与“公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纸质文书的外观

形态在上石过程中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若要探知“政和存留公据”
原本的面貌,需要结合宋金时期公文文书与公文碑刻的通例进行评估。

具体而言,《黄柏泉院碑》所刻公据与文书原本面貌之间至少应存在

四大差异。 首先是行款。 五份“政和存留公据碑”遇“敕” “诏”等字常不

提行,不符合宋代文书通例②,且其满行字数、分行情况各不相同,故可以

推断碑刻所载文书行款应当是上石时为适应石碑尺寸调整后的面貌。 其

次是用印。 从传世宋、金公据碑的情况来看,颁发机构至少会在出具时间

处钤盖本司印鉴③,以此推之,《黄柏泉院碑》所录公据原本的第 30 行“四
月十八日”处应当盖有沂州之印。 其三是字形大小。 存世宋、金公据碑

中的首行发出机构与末尾官员签押部分多用大字④,与公据内文(基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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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各级官员结衔后当有押字或画押,宗室则署“在京”,详参刘江:《北宋公文形

态考述———以地方公文及其运作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邓小南指导),
2012 年,第 94 页。
宋代公文碑刻中遇此类字眼提行的案例有《合阳县重修戒香寺公据》(北京大学图

书馆藏拓片,典藏号:A251210)、《旌贤崇梵院牒》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典藏

号:A152561)、《福昌院牒》(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典藏号:A152494)。
详参王梦光:《宋金元公据碑整理与研究》,第 45—46 页。 此外,在一些较为关键的

人名、数据信息上也可能钤印,以防冒滥,但似为随事而定,并无一定规律。
详参王梦光:《宋金元公据碑整理与研究》,第 77、80、81、83 页附图。



应《黄柏泉院碑》上截第 2—28 行)字号截然不同①,“政和存留公据碑”
亦当遵循这一体例。 其四是官员押字。 宋代公据中间或会保留负责官员

的花押②,而《灵芝寺敕旨碑》所载州府主要官员结衔下便标有“押”字与

“假”字,这足以说明“政和存留公据”中原本就有官员签押,且会如实记

录在假、差出情况。 将“政和存留公据碑”中的公文格套用语提取出来并

与上述四项差异相结合,便可大致构拟出“政和存留公据”上石前的文书

形态,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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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政和存留公据”文书形态示意图

值得一提的是,以《黄柏泉院碑》为代表的这批文书是目前所见最早

的“存留公据”,在此之前的五代北宋时期,寺院获得的存留证明均是由

州、县政府开具的帖文。 帖与公据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的格式灵活且应

用范围极广,有时甚至难以看出具体所涉何事,后者则是专门作为证明凭

据,内容指向性非常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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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部分公据内“今出给公据付(某某)”之后亦用大字书写,详参王梦光:《宋金元公据

碑整理与研究》,第 77 页附图。
例如《湘山寺创库资金公据碑》(《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44 册,第 86
页)、《永安县付佛光寺执据碑》(“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公众号 2023
年 3 月 11 日推送附图,https: / / mp. weixin. qq. com / s / cCZLbNrQTIgKi8PkwAAfDQ)、
《永安县付少林寺执据碑》(“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公众号 2023 年 3
月 10 日推送附图,https: / / mp. weixin. qq. com / s / hq5LYSw3ewrlPT-CnjwIHw)。 一些

末尾为“官”“使”字的公据于字下亦有签押,详参王梦光:《宋金元公据碑整理与研

究》,第 44 页。



三、“政和存留公据”的诞生因由

经过上文的解析,“政和存留公据”的基本面貌与内部结构已得以明

晰,但有关它的疑窦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寺院主动提出申请并成功取得存

留资格的情况并不多见,黄柏泉院为何能够成为“特例”? 笔者认为这与

“政和存留公据”的诞生背景,即宋徽宗朝佛寺存留政策的变化有关,而
证据就在“政和存留公据碑”的文本当中。

上文已经提到,《黄柏泉院碑》《灵芝寺敕旨碑》 《宝塔院碑》与《存留

大悲之院碑》四份拓片的内容高度相似。 在仔细比对上述拓片的文字内

容后,可以判断这些碑刻应诞生在相同的政策背景下,理由有二:首先是

内部结构高度相似,上述碑刻的主体内容都是存留公据,除反映寺院实情

的申状、保明状部分外,其所录公据的基本格式、申请依据(即引述崇宁

二年敕的部分)和运作流程几乎完全一致。 《灵芝寺敕旨碑》《宝塔院碑》
所录存留公据中虽有个别程序系《黄柏泉院碑》所无①,但这些差异并不

涉及公据的基本结构与核心内容,反而可以完善我们对于存留程序的认

识。 其次,《黄柏泉院碑》 《灵芝寺敕旨碑》 《宝塔院碑》所载公据的给付

时间颇为接近,《黄柏泉院碑》于“政和八年四月十八日”出具,《灵芝寺敕

旨碑》在政和二年(1112)七月十日给付,《宝塔院碑》则系“政和六年七月

初五日给”。 虽然《存留大悲之院碑》因下半部分残损而无法获知其所录

公据的颁发时间,但通过碑文“申状—敕旨—保明状”的结构和大量引述

崇宁二年敕仍可判断其与上述三碑所刻公据的年代应很接近。 这些共同

点反映出政和时期佛寺向朝廷请求存留的行为并非特事特办的个例,而
是具备固定的格套和流程、有可依凭的政策通道。 此外,金代刻立的《白

佛寺帖文》也是政和五年(1115)邹县县司为寺院开具的存留文据,其同

样以崇宁二年敕(第 9—14 行)作为法理依据,可与上述四碑合而观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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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灵芝寺敕旨碑》在申状后另有“取到礼部状”,说明寺院申状在递至尚书省前还

曾经过礼部。 又如《宝塔院碑》在保明状后别有“文状系案呈奉,判依右出给公据”
等内容。
《〔光绪〕费县志》著录《陶柱院普佛寺碑》一块,其已“岁久剥蚀,石筋凸出,字多模

糊,不能连属”,仅可辨“首行有‘费县和顺乡吴翟村普佛寺住持僧智从’及‘二年八

月八日’等语,第二行有‘本州出给公据,付僧智从收执照会,伏候指挥’等语” (李

敬修修,范鸿林纂,谢曦增修:《〔光绪〕费县志》卷十四上,光绪二十二年刻本,叶四

十一),文字颇似《黄柏泉院碑》所录申状和公据结语,当亦与上述诸碑有关。



如果在上述碑文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搜讨文献,不难发现宋徽宗在位

时期确曾开启过存留无额寺院的渠道,只是这一“开放”经历了比较曲折

的过程。
宋廷在崇宁二年八月八日颁布的敕旨是整个开放历程的先声。 《黄

柏泉院碑》等五份碑刻中均引述了该敕,敕旨内交代了其出台的起因是

福建提刑反映该路私造佛寺的行为过于猖獗,政府已长期无法实行有效

管控。 北宋朝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勒令福建路各州县严加监管,
禁止民间私创寺院的行为,另一方面准许保有功德佛像的寺院获得存留

资格以示宽恤。 崇宁二年敕最后提到,“如诸路更有似此去处,依此。 今

后辄置寺院者,仰所属常切觉察,依条施行”,可见宋廷这次“特许存留”
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存留寺院彻底摸清福建路地区的佛寺情况,进而杜绝

民众日后“辄置寺院”的行为。
至政和初,宋廷“旧事重提”,诏告全国佛寺均可遵照崇宁二年敕申

请存留。 征诸金石文献可知,这项政策出台于政和二年。 如金代刻立的

《大圣院记》在追溯该寺历史时即明确提到:“宋政和二年有旨,自崇宁以

前修建堂宇间及三十者特许存留。 住僧省静以是诉于县,县以是闻于府,
府给据付之,至今以为证焉。”①虽然《大圣院记》概括朝旨内容时有些节

略过甚,但其所记核心内容、公据形成过程均与《黄柏泉院碑》并无二致,
可以断定二者所指向的是同一事件。 另外,《黄柏泉院碑》 下半部分的

《三省存留黄柏泉院额记》中也提到“政和二祀,以名闻有司,拘籍给据,
降‘三省存留黄柏泉院’为额”,这则记载不甚准确②,但亦表明第二次存

留命令的颁布不会早于政和二年。 从《黄柏泉院碑》等碑刻所录存留公

据来看,政和时期援以存留佛寺的法理依据仍是“崇宁二年敕”,并未在

其基础上新增任何限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颁

布的存留政策要求寺院同时具备“屋宇已及三十间”和“见有佛像、僧人

住持”③两项条件才能获准存留,而崇宁二年与政和二年都规定寺院只要

满足“屋及三十间已上”与“有功德佛像”之一便可存留。 显然,佛寺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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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金吾编纂:《金文最》卷二三,中华书局,2020 年,第 314 页。
其称“政和二祀,以名闻有司”虽与公据所载不合,但碑刻下段记文撰成时已是公据

发出的近五十年后,撰者很可能因暌隔已远,误将宋廷重申存留政策的时间与黄柏

泉院提交申请的时间混为一谈。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一“天禧二年四月庚寅”条,第 2109—2110 页。



的标准已经大为放宽了。
正如本节开头所提到的,政和二年存留规定的运作模式在北宋的历

次全国性赐额、存留政策中显得有些特别。 此前的赐额、存留政策均由大

赦而起,自上而下地发动全国各级政府参与其中,其运作逻辑是“运动

式”的。 譬如《保宁等寺牒并使县帖》载太平兴国三年( 978) 时州县须

“子细分拆逐寺院见在殿宇、房廊、功德佛像及僧尼人数,仰逐处官员等

相度,内有合胜任得敕额寺院,定夺别坐闻奏者”
 

①;天禧二年《蝗旱后

赦天下制》内亦明确要求州县负责“酌中”与“体察”寺院是否符合存留

资格②;又如《敕赐寿圣禅院牒》提到当时州县参照治平四年敕,“委官

躬亲点检到见在殿宇、廊舍各及三十间已上,并依降敕日前盖到” ③。
而政和二年存留政策则呈现出“设于此以待彼之至” ④的特点,是一种

“触发式”的机制,即由符合条件的寺院主动提出申请,自下而上地推

动存留程序⑤。
笔者推测,两种运作模式的区别实源于政策的不同意图。 徽宗朝以

前的全国性赐额、存留政策均以大赦诏形式颁布,是宣示帝王恩泽、抚恤

民情的手段之一,朝廷为了确保大赦收获理想的成效便自然会向下施压,
敦促地方政府遵而行之。 但大赦多是一过性的,其中各种推恩举措更常

常存在明确的时效限制,可大小寺院谋求存留的需求始终存在,甚至已经

在部分地区(如前揭周谊上奏中提到的福建路)造成了社会安全隐患。
面对此种情况,宋廷选择打造一套常态化的处理机制,在维持较低行政成

本的前提下保证存留事务有解决的渠道,也就是政和二年的存留政策。
换言之,这其实是宋代存留政策从“运动式治理”走向“常态化治理”后的

自然选择。 不过,“触发式”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应对模式,政
策与制度一旦如此运转,便往往难以避免地走向泯灭,当然,这或许也正

是朝廷的用意所在。 从政和二年存留政策要求诸路须在面临与福建路类

似的复杂情况(“似此去处”)方可“依此”来看,宋廷并无意使天下所有

161

①

②

③

④

⑤

陆增祥编:《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九,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 623 页。
参见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62 年,第 566 页。

  

《敕赐寿圣禅院牒》,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典藏号:A151842),第 4 行。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四“元丰七年三月乙巳”条下注,第 8254 页。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机制至迟在明道二年(1033)即已出现,但由于存世材料稀少,
目前还难以勾勒出其发展演化的完整脉络。



符合要求的寺院闻悉此命令并取得存留地位,只是为了避免“别致生事”
才不得不做出这样一种姿态。

崇宁、政和时期两度出台佛寺存留政策的总体背景是全国各地频频

出现“妖教”,朝廷多次申禁而不能止绝①。 而根据崇宁二年八月八日敕

旨的规定,现有的寺院只要没有“停藏盗贼、男女杂处”等行为即可获准

存留,且无遭拆毁之虞。 这既是安抚、拉拢佛教信众的手段,同时也是换

取信徒不新建寺院、不传播邪说、不危害治安所做的必要让步,其根本的

目的在于扩大统治的“基本盘”以维护基层秩序的稳定。
政和二年存留政策颁布以后,宋廷的态度还曾有过变化。 政和四年

(1114)二月五日有臣僚上书提出“欲乞下诸路括责州县,前此有以讲说、
烧香、斋会为名而私置佛堂、道院为聚众人之所者,尽行毁拆”,并鼓励各

乡、保积极举报“有邪法聚众”的处所,此建议得到徽宗认可②。 《白佛寺

帖文》第 16—17 行所录县帖内引述的“政和四年二月十二日都省札子节

文”即称:“当月(按,即政和四年二月)八日所降指挥令括责毁坼私置佛

堂、道院,其依崇宁二年八月八日朝旨;合存留无额寺院不系聚众讲习邪

法、诳惑民众去处,依前项朝旨合行存留。”其中“当月八日所降指挥”的

内容,显然就采纳了二月五日的臣僚上言。 尚书都省依照徽宗的指

示,进一步要求地方政府参照崇宁二年敕来界定和处理“ 私置佛堂道

院”与“合存留无额寺院” 。 很显然,宋廷此时打着存留寺院的旗号,
真实目的则是清理私置( 实际就是新创) 佛寺,以期铲除“ 妖教” 和

“邪法”的生存环境。
从文献记载来看,地方政府较为忠实地执行了政和二年存留政策。

除前述《黄柏泉院碑》等五方碑刻之外,还可以找到一些相关材料来辅证

政和时期确曾推行过准许佛寺存留的规定。 如齐州历城县(今山东济

南)大圣院于政和二年获得公据③。 徐州滕县(今山东滕县) 《敕赐福胜

院碑》叙该寺曾保有“元名额敕牒并经宋政和七年(1117)中奉圣旨存留

文据”④,其中的“圣旨存留文据”当即《黄柏泉院碑》所录的这种公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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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谷更有、单宏伟:《宋代“吃菜事魔”教传播的政府应对析议》,《宋史研究论丛》第 27
辑,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 313—316 页。
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六一,第 8316 页。

 

张金吾编纂:《金文最》卷二三《大圣院记》,第 314—315 页。

 

张金吾编纂:《金文最》卷六八,第 988 页。



样地处滕县的《敕赐兴国寺碑》亦谓其“至政和间,因存留为大圣院”①。
综合上述记载可知,此次准许存留佛寺的政策至迟到《黄柏泉院碑》所录

公据颁发的政和八年仍执行不辍。 而政和四年“括责毁坼私置佛堂、道
院”之命的落实情况如何,暂时还不得而知。

存留公据中并未交代政府日后如何管理这些寺院,但根据宋代的通

常情况可以推知,政府会定期调查这些系帐寺院的存废状态与僧尼人

数②。 另从“政和存留公据碑”的记载可知,政和年间获准存留的寺院除

了能得到政府颁发的存留公据外,其信息还将列入州府所专门制作的籍

帐(“分明附籍”)当中,这应当就是政府日后进行清查、核对的依据。
政和二年确立的佛寺存留政策为不少新建民间寺院带来了合法地

位。 这项政策看起来是对佛教寺院的优遇,但从政府在政策实践中表现

出的被动姿态来看,他们并不想让过多的寺院享受此政策,而政和二年存

留政策鲜少见于后世记载的情况亦当与此有关。

四、“政和存留公据碑”的产生与流变

宋徽宗政和年间颁发给寺院的存留公据之所以成为如今所知的“政

和存留公据碑”,其过程绝非简单的“从纸到石”,而是经历了多次文献物

质形态的转变。 各色人群、诸般因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碑刻对不同人群有着怎样的物质性意义,都有必要加以申说。

(一)孕育“政和存留公据碑”的历史情境

若以碑刻内容为分类标准,“政和存留公据碑”显然属于公文碑。 但

由于政府公文与生俱来的权力效应与约束作用,官民刻立公文碑的行为

往往具有某些特殊的动机,这些动机多与现实环境相关联因此,在关注碑

刻“从纸到石”的变化之前,首先应揭示诞育这些碑刻的时代背景和现实

环境。
在笔者看来,若想回答此问题需要捕捉“政和存留公据碑”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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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金吾编纂:《金文最》卷六八,第 993 页。 另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兴国寺新修大

殿碑》拓片(典藏号:A26187),《金文最》 卷六五题作“大圣院存留公据碑” (第

942—943 页),也反映了该寺在政和七年获准存留的情况,可与前述诸碑相参证。
北宋时期的寺院籍帐形制不详,到宋宁宗在位时期基本固定为“全帐”与“刺帐”两

种,前者三年编修一次,后者一年编修一次(详参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第
139—142 页)。



共性特征,目前至少能够指出以下两项:其一,刻石时间均在北宋灭亡以

后;其二,这些碑刻均处于山东、山西地区①。 这两个特征虽分属不同维

度,彼此之间却也密切相关,为体味“政和存留公据碑”诞生的时空情境

提供了适当的切入点。
首先谈谈刻石年代问题。 如前所述,以上“政和存留公据碑”的刻立

时间均在北宋灭亡以后,距颁发存留公据的政和年间(1111—1118)已历

十数年至数十年不等。 在参与立碑的僧俗信众眼中,政权鼎革(或曰易

替)毫无疑问是一场值得注意的巨变,但他们往往更加关心寺院存续、寺
产归属这样的现实问题②。 对绝大多数寺院及其周边人群来说,一旦政

权更迭,信众费尽心血争取来的合法地位便存在化为乌有的风险:这一方

面是由于作为合法性证明的政府公文极易在动荡之中遗失或损坏③,另
一方面则是新政权有可能不会承认前代的证明文书。 有鉴于此,普通民

众能做的不过是竭尽所能地保存相关证据,为寺院能够在新朝继续维持

合法地位做力所能及的努力④,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曾经不受重视的存留

公据(相对于赐额敕牒而言)也成了不可多得的证明材料。 宋金鼎革之

际鲜遭兵火摧残的江南地区便极少保存下敕牒碑、公据碑,亦可从侧面证

明政权易替与刻碑行为之间的关联。
就保存证据来说,将脆弱的纸质文书刻作不易朽坏的石碑是一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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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存留大悲之院碑》失载刻石时间,故无法纳入此项讨论范围。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韶山云门禅院帖》(典藏号:A152987)也反映出此种倾向,详参

吴同:《宋金易代之际河南地区的官民互动———以北大图书馆藏〈韶山云门禅院

帖〉为中心》,《文史》2024 年第 2 辑,第 171—175 页。
宋金之际此类情况不胜枚举。 如滕县大圣院所获存留文帖即“因兵火遗失不存”
(《兴国寺新修大殿碑》,第 13 行);新郑县崇孝禅院于北宋时获得赐额

 

,后“经兵火

将敕黄烧毁了”(《崇孝禅院牒》,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典藏号:A16326,第 5—6
行)。
宋金时期民众的这类选择并不鲜见,近年已有学者予以揭示。 其一如南宋余姚开元

刘氏将义门优免户部牒、优免公据立石并修入族谱以维护优免权益(顾成瑞:《宋代

义门优免制度的实践———以〈余姚开元刘氏家谱〉所收宋公文书考析为中心》,《文
史》2022 年第 1 辑,第 140—148 页),其二如韶山云门禅院为确保对寺产及水磨地基

的所有权,将其与刘齐、金、宋官府申诉、交涉的六份公文刻石(吴同:《宋金易代之际

河南地区的官民互动———以北大图书馆藏〈韶山云门禅院帖〉为中心》,《文史》2024
年第 2 辑,第 151—157 页)。



捷且有效的选择①,小林隆道指出金代寺院会选择将宋代赐额敕牒刻碑,
并将其作为自身合法地位的证明,以确保寺庙的存续②。 部分“政和存留

公据碑”在立碑之时曾请专人撰写记文,这些记文也会缕叙树碑始末并

交代立碑动机,如《白佛寺帖文》 即是“恐所保存留蠹啮散失,遂命工上

石,以依来世”(第 24 行),《黄柏泉院碑》亦称希望将“幸院额存留仍旧,
大众得以宁处,为国焚修,为民兴福”之事“传之永久”,这些表达本质上

都反映出民众树碑以存证的心态。
虽然宋金之际僧俗人士将前代存留公据刻为石碑的行动往往表现为

一种自发行动 ( 一个关键特征是碑刻记文、题名部分没有出现政府

官员),但这类行动也不可避免地要顾忌国家的政策取向。 此所谓顾忌

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政策尚不明确时,民众会选择以各种方式试探

政府的态度;一旦政策或制度落定,因应与顺从便自然成为主流。 在《灵

芝寺敕旨碑》 (天会八年,1130)、《宝塔院碑》 (阜昌四年,1133) 刻立之

时,金、齐政权虽尚未出台任何相关政策,但总体上对佛教的态度并不友

好③,如刘齐政府便会拆毁庙宇以供造船之用,遭此劫难的寺院甚至不敢

修补被破坏的建筑④,可以想见寺院刻立公据碑的行为就是面临此种险

恶环境时规避风险、谋求生存的一种尝试。 从两碑保存到后世的情况能

够看出,金和刘齐政府并不十分在意民间私自刻立公据碑的行为,灵芝

寺、宝塔院信众的“试探”最终收获了回报。 　 　
至迟在天眷元年(1138)时,那些持有前朝存留公据的寺院只要提出

申请便能够得到新朝认可,若前朝公据因故遗失不存,寺院也可说明情

况、申领新的公据。 如据《秋淋寺碑记》,该年绛州曲沃县秋淋寺自陈其

“有存留□验”,希望能够“依旧例供帐试经”,州府“照得与本人所告并

同”后,遂交由该州都僧正司给帖证明⑤。 又如滕阳军滕县大圣院亦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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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地处滕县的显庆寺“遭靖康、建炎之乱,舍宇焚毁”,但其所立“存留旧碑”则完好地

保存至数十年后的金章宗时期,详见《敕赐显庆寺牒碑》,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

(典藏号:A26138),下半部分第 4 行。
[日]小林隆道:《宋代中国の統治と文書》,第 289 页。

  

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辽金史论》,中华书局,2019 年,第 266
页。
《兴国寺新修大殿碑》,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下半部分第 5—6 行。
李玉明主编:《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侯马市卷》上编,第 19—20 页。



年呈上申状,说明本寺在政和七年所获“徐州给到存留文帖”已“因兵火

遗失不存”,请求金之汴京行台给赐新的存留公据,在寺院所属司县两度

勘验无误后,金朝政府便于天眷元年为大圣院颁发了新的存留公据①。
正隆六年(1161)刻立的《白佛寺帖文》和大定五年(1165)刻立的《黄柏

泉院碑》体现了该政策的延续性,两碑上均有寺院所在司县的主官题名,
可以窥见政府政策对于立碑行为的劝诱作用。 此外,金朝地方官府承认

这些前朝的佛寺合法性证明,也有宣示政策延续性、安抚民众情绪的

用意。
关于碑刻所处的地理位置,只须稍加排比即可看出,“政和存留公据

碑”都树立于京东路(基本相当于今山东省,金废刘齐后改为山东路。 为

叙述便利,下文概以“山东”称之)②。 如果更进一步,将山东这一地域与

几通“政和存留公据碑”刻立的具体年份结合起来,便不难发现这些立碑

时间均颇耐人寻味。
天会四年(1126,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军攻破开封府并俘获徽、钦二

帝,颠覆了北宋王朝③。 次年四月金国决计撤军④,但之后一段时间内金

军仍在河北、山东抄掠不止,如完颜昌便于五月提兵攻克密州⑤。 是年十二

月,金复出兵伐宋⑥,席卷了河东、河北、京东、京西及陕西诸路。 到天会六

年(1128,建炎二年)底,金军在山东已攻取濮州、淄州、东平府、济南府、袭庆

府(兖州)⑦,天会七年时潍州、青州、莱州、密州、登州、沂州亦入于金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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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兴国寺新修大殿碑》,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下半部分第 3—21 行。
具体而言,《灵芝寺敕旨碑》在沂州承县(今山东枣庄东南)、《黄柏泉院碑》在沂州

沂水县(今山东沂水)、《宝塔院碑》在徐州滕县(今山东滕州)、《白佛寺帖文》在兖

州邹县(今山东邹城)。
脱脱等:《金史》卷三《太宗纪》,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6 页。 李埴撰,燕永成校正:
《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十九,第 571 页。
脱脱等:《金史》卷三《太宗纪》,第 57 页。 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

正》卷十九,第 574 页。
脱脱等:《金史》卷三《太宗纪》,第 57 页;卷七七《挞懒传》,第 1764 页。
脱脱等:《金史》卷三《太宗纪》,第 58 页。
脱脱等:《宋史》卷二五《高宗纪二》,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58 页。 李心传编撰,胡
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中华书局,2013 年,第 427、431、433、435 页。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二五、二六、二七、二八,第 591、
610、617、647、649 页。 脱脱等:《宋史》卷二五《高宗纪二》,第 467 页。



此外金克徐州也应在建炎三年、四年(即天会七年、八年)间①。 金国至

此基本掌控了京东路全境。 金军在山东攻城略地的同时,完颜宗弼已提

兵直捣江南,称帝不久的宋高宗狼狈逃窜、避难海上。 此后的天会八年至

天会十一年(1130—1133,阜昌元年至四年) 间金对宋的攻势虽有所减

弱,金军依然在陕西诸路摧城拔寨且取得了富平之战的重大胜利。 对于

曾目睹大量北宋守臣或降或逃的京东路民众而言②,宋金双方的战绩与

军力判若云泥,很容易认为南宋政权难以抵挡南下的女真铁骑。
有研究者业已指出,彼时相当一部分身处金国统治之下的百姓对于

政权更迭并无强烈的反应,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能否得以维持,“如果

以抗金为名的红巾军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他们仍会以‘盗贼’ 视

之”③。 故而尽管天会七年至天会十五年间(1129—1137)京东路地区的

抗金活动异常活跃④,仍不足以代表百姓的普遍态度。 事实上,在绝大多

数普通人眼中拥抱新朝的代价比奋起反抗要低得多,尤其是面对金强宋

弱的情势,应当顺从何者似乎是一个不需过多思虑的问题。 墓志材料即

显示在刘齐被废的天会十五年(1137)之前,山西、山东、河南等地的百姓

已经逐渐适应了金的统治:他们不仅使用金朝年号,行文中也间或表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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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建炎三年三月宋将赵立复徐州(脱脱等:《宋史》卷二五《高宗纪二》,第 464 页),次

年九月时任“徐州观察使、楚泗州涟水军镇抚使” 的赵立战死于徐州以南的楚州

(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七,第 834—835 页),徐州似乎亦

当在此前后入金。
如金军攻打东平府时,守臣“权邦彦遁去”(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

录》卷十八,第 433 页);此外还有刘洪道、阎皋“弃潍州去”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

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五,第 591 页),“莱州守将张成举城降”(脱脱等:《宋

史》卷二五《高宗纪二》,第 467 页),李逵、吴顺“以密州降金”(李心传编撰,胡坤点

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七,第 533 页),沂州守臣“以城降” (李心传编撰,胡

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第 649 页),济南府长贰刘豫、张柬举城而降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十八,第 433 页)。 需要说明的

是,京东路州县多有数次易手者,这里只统计了城池最后一次易手之时宋方守臣的

表现,若通盘统计,事例将会更多。
吴淑敏:《宋金时期晋南地区的乡村社会———石刻史料中的管窥》,北京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邓小南指导),2020 年,第 27—28 页。
山东地区仅见诸史籍的抗金活动就达 22 次之多,详参黄宽重:《南宋时代抗金的义

军》,联经出版公司,1988 年,第 64—101 页。



对新政权的认同①。 如《王寿墓志》谓其于天会七年(1129)时积极响应

金朝借贷取息以赡军的政策②,又如天会七年刻成的《董钦石棺铭》中亦

称墓主在天会六年“已为大金之民”③。 而天会八年刻立的《灵芝寺敕旨

碑》与阜昌四年刻立的《宝塔院碑》也都产生在这一时期,两碑翻刻宋朝

文书而使用金朝年号,这既是向新朝表示顺从的姿态,更是希望统治者能

够继续承认本寺的合法地位。 这类石碑的刻立,实际上是持接纳心态的

百姓身处“金强宋弱”的压迫性现实时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
《白佛寺帖文》的刻石虽晚于《灵芝寺敕旨碑》和《宝塔院碑》近三十

年,但它们立碑之时的天下局势却颇为相似。 当时在位的金帝完颜亮素

有攻灭南宋、混一天下的雄心④。 自正隆元年(1156)开始,完颜亮便着手

为灭宋作战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鼓噪舆论、营缮汴京、征召军队、制
造战具、征调马匹、搜刮钱粮等⑤。 到正隆六年七月时,完颜亮已经基本

完成了战争准备⑥。 金军的战备工作虽严重扰乱了民众的生产生活,但
在事实上也将完颜亮的南伐意图宣示于天下,身在此氛围中的百姓多少

都会受到影响,产生国势昌隆的感受。 邹县百姓在此时刻立《白佛寺帖

文》碑,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感受的具象表现。
完颜亮的伐宋宏图以其殒命而告终,新即位的金世宗完颜雍为了巩固

统治,对外主动谋求与宋议和,对内则大力镇压变乱⑦。 此外,为了缓解

“兵兴岁歉”造成的国家财政危机,金朝政府不仅采取了加赋、预征租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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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吴淑敏在《宋金时期晋南地区的乡村社会———石刻史料中的管窥》第一章中也对此

现象进行了探讨(第 27—28 页),吴文已经用到的墓志,本文不赘举。
何新所编著:《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辑录·南宋卷》第 7 册,第 7 页。
王新英辑校:《全金石刻文辑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 年,第 2 页。 此类材料至

少还包括《刘秀墓志》(常福江、郭生竑:《长治金石萃编》下卷,山西春秋电子音像

出版社,2006 年,第 225—226 页)。
王曾瑜:《宋高宗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 年,第 324—325 页。 [德] 傅海波、
[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277—278 页。
周峰:《完颜亮评传》,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191—208 页。
史料记载,正隆六年三月,完颜亮自中都南巡至河南府,同时着手安排出征后留守

朝廷的决策班子,当年九月甲午方正式从汴京出兵(脱脱等:《金史》 卷五《海陵

纪》,第 113—115 页)。
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46—247 页。



粟补官这类惯用手段,更推出了官卖寺观名额、僧道度牒与紫衣师号这样

的非常之策①。 “纳钱请额”政策大大降低了大小寺观获得官方承认的门

槛,极大缓解了宋金鼎革带给北方寺观的存续焦虑,是故全国寺观云集响

应,争相交钱买额。 寺院在此时依然可以凭前朝存留公据获得金朝政府认

可,黄柏泉院信众由是“执据”赴州,经过“检籍”“保申”等审查环节后得以

“准前弗易”。 至大定五年二月,金国的内外局势已经大为缓和,金世宗遂

下令停罢官方售卖名额、度牒、师号之政。 从时人的记述来看,《黄柏泉院

碑》选择于此年上石,绝不仅仅是为了树碑存证,也是由衷歌颂国家“崇尚

教风”的“厖恩厚泽”,传递出对天下重归安定的期待与向往。
刻石立碑作为一种行为实践,常不可避免地受到同时代政治文化、国

际形势、人物心态、习俗传统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也因此能够向我们传达

关于特定历史时代的幽微信息。 就本文关注的“政和存留公据碑”而言,
它们虽然诞生于不同的年份,但这些年份间实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共性:即
北宋已经灭亡、金国在南北争锋中正居于优势地位。 这一共性不断强化

着普通民众对于金国的认同,才最终造就多个时空下百姓“不约而同”的

立碑选择。 质言之,刻立“政和存留公据碑”这一行为反映了金朝前期普

通民众对于时局变动的感知、判断与因应。
(二)“政和存留公据碑”的文献形态与生命轨迹

学界一般认为石刻文献存在石本、拓本、书本三种基本形态,程章灿近

来又提出了包括写本、刻本、拓本、辑本四种文献形态的“四本论”②。 程氏

所谓“写本”指的是刻制碑石所依据的文字底本,在本文中可以对应“政和

存留公据”,刻本、拓本、辑本基本可与石本、拓本、书本相对应,但更加强调

石刻文献的生产方式和过程。 下文拟借用这一视角解析政和存留公据碑

的生命轨迹,并尝试分析各种文献形态所具有的不同意义。
宋金之际民众刻立“政和存留公据碑”的行为即是完成了存留公据

由写本到刻本的转化。 这一过程首先表现为物质载体的变换,并直接导

致预设读者群体和存藏方式的改变。 纸质文书在公开展示的情况下很难

长期保存,而石碑的保存难度相对较低、理论上寿命极长,不管是用来给

人观看(作为景观、象征)还是阅读(作为宣教工具)几乎都没有任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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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冯大北:《金代官卖寺观名额考》,《史学月刊》2009 年第 10 期,第 28 页。
程章灿:《石刻文献之“四本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第 45—46 页。



困难。 除此之外更值得重视的是,文书“从纸到石”的过程还伴随着文献

形态的改变。 正如本文第二节所述,纸质文书在上石之时为保证内容一

致性会选择不同程度地略去一些细节,如书体、字号、行款、用印、签押等,
这种改变是不可逆的,因此我们已不能依据公文碑刻准确无误地复原出

宋代公文书的形态。
小林隆道曾根据“石刻‘文书’保存原件面貌程度”将宋代石刻文书

划分为不保留原件面貌时期(宋初至熙宁中期)、部分保留原件特征时期

(熙宁末期至徽宗朝之前)与普遍保留原件面貌时期(徽宗朝以后)三个

阶段①。 这一分期实脱胎于对宋代敕牒碑的整理研究,从本文的讨论来

看,此说并不适用于公据碑。 从“政和存留公据碑”的情况来看,至少到

金中期(正隆、大定)为止,是否需要在公据碑中保存文书原貌的问题尚

未引起官民的重视。 可以说,在组织刻立“政和存留公据碑” 的百姓眼

中,石碑只须记录前代承认寺院合法地位的文字内容,使日后官府查验有

据、远近信众心悦诚服即可,不必追求复刻文书原件的细节。
当纸质文书被刻上石碑,其作为石刻文献的生命历程方才真正开始。

而随着时间流逝、朝代更替,公文碑刻刻立之初所预设的读者群体和阅读

情境不复存在,附着其上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效力也逐渐褪去。 公文碑刻

作为景观、遗迹和历史文献的意义愈发受到重视,人们看待碑刻眼光的转

变催生了拓本、辑本等新的文献形态。 统观“政和存留公据碑”的生命历

程可以发现,其刻本、拓本、辑本形态俱存,而这三种文献形态发挥的作用

则有所不同。
《存留大悲之院碑》是唯一一件原石尚存于世的“政和存留公据碑”,

但在 2011 年《三晋石刻大全·曲沃县卷》公布其拓片、录文之前未见任

何金石学著作提及或著录此碑,大概前贤未能前往原碑所在的曲沃县曲

村镇大悲院进行寻访,也没有获得过其拓片。 另一方面,《三晋石刻大

全》所附拓片文字颇多漫漶,可见原碑保存情况并不理想,这恐怕也是其

性质、意义长期未获重视的一个原因。 碑石刻本尽管比较易于存藏,但还

是难以抗衡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因素,能否长久保存实际还要依赖个人或

特定群体的努力。 由此可见,刻本尽管价值宝贵,但仅凭其“一己之力”
很难逃过湮没无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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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小林隆道:《宋代的赐额敕牒与刻石》,郑振满主编:《碑铭研究》 第二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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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存留大悲之院碑》不同,《灵芝寺敕旨碑》 《黄柏泉院碑》和《白佛

寺帖文》均仅有拓本留存于世。 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三份拓片的牛皮

纸包装袋上的题字、钤印来看,它们都出自张仁蠡柳风堂旧藏。 其中《灵

芝寺敕旨碑》《黄柏泉院碑》未见清代金石学著作提及,《白佛寺帖文》仅

见吴式芬所编《金石汇目分编》著录①。 《黄柏泉院碑》 《白佛寺帖文》上

没有钤印,说明其来源并非名家收藏,亦非官方文物机构拓制②。 而《灵

芝寺敕旨碑》拓片的最左侧中部钤有“周养庵山游访得”七字朱文方印,
养庵系民国官员周肇祥之号。 周肇祥与张仁蠡过从甚密,柳风堂藏拓中

即有不少得自周氏馈赠③,这些拓片上多有“周养庵山游访得” “周养庵

访得”“养庵访得”之印,盖为周氏亲自于山东寻获④。
《宝塔院碑》的情况则更为特殊。 前文提到,此碑仅见《〔民国〕续滕

县志》卷五《金石志》收录,该卷还曾以《滕县金石志》之名单行于世⑤(以

下统称作“《金石志》”)。 《金石志》实际上是民国士人生克昭基于《山左

金石志》《山左碑目》《金石汇目分编》《山东古物调查表》以及《〔道光〕滕

县志》等书所录金石信息⑥,又补入自己“往来京津数年”间所获“出土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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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第十四册,国家图书馆藏清稿本(索书号:01030),叶三十

六至三十七。
张仁蠡柳风堂所藏碑拓中多有从藏家、藏家后人收购而来者,此类拓片上多盖有原

主印鉴(胡海帆:《对张仁蠡旧藏柳风堂拓片的一点考察》,《文献》2021 年第 4 期,
第 158、176 页)。

  

胡海帆:《对张仁蠡旧藏柳风堂拓片的一点考察》,《文献》 2021 年第 4 期,第 159
页。

  

周肇祥曾于 1913 年 7 月署理山东盐运使,其公务之余有寻访古迹的雅好,详参徐

翎:《〈艺林〉杂志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郎绍君指导),2009 年,第
78—79、121 页。
据〔民国〕续滕县志》卷一、卷五书前牌记可知,该书前四卷系“辛巳(1941)秋八月

刊于法源寺”,第五卷则系“甲申(1944)闰四月刊于北京法源寺”。 卷五封面容庚

所题书名为“滕县金石志”,而卷首、版心仍作“续滕县志卷五”。 卷末生克昭跋文

中自陈,因“旧志故无金石一门”而发愿著述,结合生克昭仍将第五卷送至法源寺刊

刻的行为可知,他主观上并没有别为一书的想法。 但《金石志》付梓距《续滕县志》

前四卷的刊刻毕竟已过去三年,晚出之续作单行于世的情况客观上难以避免。 北

京大学图书馆即藏有单行本《滕县金石志》(典藏号:X / 991. 912 / 2546)。
崔公甫修,生克昭续修:《〔民国〕续滕县志》卷五,叶一。



金文四十事、汉印五钮暨汉晋唐宋画像碑碣拓本二十六通”而成的①。 从

文本特征上看,很容易分辨出《金石志》内容的来源:源出前人著作的条

目往往只有碑刻的刻立年代、作者、所在位置等基本信息,前人做过录文

者亦仅标注出处;出自生克昭藏品的,除标注以上信息外还附有录文和经

过缩印的拓片,《宝塔院碑》便属于后者。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傅斯年图

书馆亦藏有《宝塔院碑》拓片,其与生克昭书中所附拓片着墨部分轮廓几

乎完全一致,反映的原碑磨损、断裂情况亦完全吻合,而傅斯年图书馆藏

拓的左下角亦钤有“周养庵山游访得”朱文方印②。 在生克昭“携志稿走

京师”到《滕县金石志》付梓的 1940—1944 年间,周肇祥似乎也一直居留

北京③,故笔者颇疑生克昭所获之拓亦与周肇祥有关。 《宝塔院碑》虽依

托《金石志》传世,其形态却是辑本与拓本并存。 生克昭将拓片、录文一

并收入书中的做法在保留碑石信息的同时大致呈现了原碑形态,不少当

代的碑拓整理著作(如《三晋石刻大全》)也采用这种处理方式。
从“政和存留公据碑”的例子来看,刻本、拓本、辑本这三种形态各有

优长,可以适应不同的传播需求。 刻本适于保存和观看,这正匹配了僧侣

与信众希望长久留存证明、宣示自身正当性的要求;即便历经多次改朝换

代,碑刻作为历史遗存仍具有难以替代的景观价值。 拓本便于制作、流通

的特性符合拓工与文物商人谋生的需要,另一方面,拓本因其基本呈现原

碑样貌又更易阅读的特点而受到收藏家和部分学者的喜爱。 辑本易于批

量复制传播,且大多已将碑刻内的文字信息识别、移录出来,便于获取和

利用,这契合了许多学者以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宣传者的需求。
虽然五通政和存留公据碑的命运轨迹各不相同,我们却不难发现拓

本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由拓本相对于刻本、辑本的优势所决

定的。 相对于刻本来说,拓本便于复制的特性使其不仅能够扩大刻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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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崔公甫修,生克昭续修:《〔民国〕续滕县志》卷五,叶七十七。

  

洪金富主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辽金石刻拓本目录》,“中研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2012 年,第 161 页。
关于生克昭的行止,详参崔公甫修,生克昭续修:《〔民国〕续滕县志》卷五,叶七十

七。 周肇祥于 1940—1944 年间留居北京的证据,详参徐翎编制:《周肇祥年表》,
《〈艺林〉杂志研究》,第 127 页。 此外,胡海帆提到张仁蠡主持编纂的《石目汇编》
在民国三十二年左右初校完毕后,还曾送交周肇祥审订(胡海帆:《对张仁蠡旧藏柳

风堂拓片的一点考察》,《文献》2021 年第 4 期,第 182 页)。



影响力,还可以进一步延长刻本的生命。 而对于辑本而言,拓本在保存刻

本面貌及视觉信息(如尺寸、行款、书写风格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甚至文字内容也有优胜之处(金石著作录文时常忽视碑阴、碑侧及人

物题名)。 除了上述长处之外,拓本还具有相对灵活的特性:可以依据拓

本翻刻刻本,可以从拓本中录出辑本,还可以直接复制拓本;而辑本由于

丢失大量细节较难完成向拓本、刻本的转化,从刻本到辑本的过程也可能

受到诸如刻制工艺、保存状况、学识经验等因素的影响。 传统金石学者大

概也正是意识到了拓本的这些优长,才会表彰其为金石学的核心①。

五、结语

本文聚焦于《黄柏泉院碑》等五通“政和存留公据碑”,希望探究此类

碑刻的文本价值和物质性意义。 借助“政和存留公据碑”留存至今的刻

本、拓本、辑本三种文献形态,能够大致勾勒出其所走过的生命历程。 随

着文献形态发生变化,碑刻的物质属性也随之改变,其中隐约可以看到信

众、工匠、知识分子、官僚等各色人群的诉求与努力,更折射出截然不同的

历史情境和时代主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的石刻文献研究范式并着力

探索新的视角、取径,而发掘碑刻本身的文本性、物质性意义仍然是石刻

文献研究的核心追求。 通过揭示“政和存留公据碑”的文本价值与物质

形态变化原委,还有助于继续拓展、深化学界对于部分宋金时期历史面貌

的认识,这里试举三点。 其一,目前有关北宋佛教寺院管理政策的研究多

以神宗朝为下限而几乎不涉及徽宗朝②,“政和存留公据碑”折射出宋徽

宗时期鲜为人知的佛寺存留制度及其运作实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

这一缺憾。 其二,由于材料所限,我们目前仍缺乏对金初(包括刘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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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程章灿:《石刻文献之“四本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第 50 页。
如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第八章《宋代佛教寺院的体制并兼论政府的

管理政策》;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第四章《宋代寺院合法性的取得程序》;游
彪《宋代寺观数量问题考辨》(《文史哲》2009 年第 3 期,第 133—138 页);孙旭《北

宋寺观政策与数量探析———兼论〈谈苑〉 “今三万九千寺”的“今”字指代》 (《齐鲁

学刊》2012 年第 2 期,第 52—58 页);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第十八章《寺院

宫观的管理制度》。 按,以上研究论著前文已有引用者,不再出注具体版本信息及

页码。



期)政教关系基本问题的了解,如政府(而非统治者个人)对佛教的态度、
佛教管理政策的规定与实施等,掌握“政和存留公据碑”这一线索有助于

补充研究者的认识。 其三,“政和存留公据碑”为探究宋徽宗时期的政教

关系模式提供了新的材料和问题。 关于宋徽宗时期宗教政策的整体取

向,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存在着佛道并重(崇宁年间,1102—1106)、崇道抑

佛(大观元年至宣和元年,1107—1119) 和降温收敛 ( 宣和元年以后,
1119—1125)三大不同阶段①。 “政和存留公据碑”存在的政和二至八年

这一时间正与上述第二阶段相重合,但“崇道抑佛”的概括与政和年间相

对宽松的佛寺存留政策存在冲突,个中原因当在于学者过分简化了“政

教关系”的内涵。 事实上,作为个人、作为君主与作为天子的宋徽宗对待

佛教的态度恐怕不能一概而论②。 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如何,还有待于

日后的进一步研究。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匿名审稿专家与孙润泽、任家豪、上官婧琦、胡斌、
车佳敏、徐阳、盛夏、王岩、杨耀斌诸学友提出批评意见。 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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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第 140—212 页。
如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谈及宋徽宗崇奉道教的问题时便强调应该重

视徽宗本人对道教的信仰([美]伊沛霞著,韩华译:《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8 年,第 136—137 页),方诚峰则指出徽宗对于道士的信用带有明显的权术

色彩,不能完全视作信仰行为(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59 页)。 这些分析角度同样适用于思考宋徽宗对佛教的

态度。


